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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市为例

冼超凡１，刘晶茹１，潘雪莲２，欧阳志云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１

摘要：城市食物源氮消费产生的环境排放是全国氮污染的重要源头，城市食物氮足迹评估可反映维持城市人口基本食物需求的

活性氮排放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潜在影响。 以典型移民城市深圳市为例，基于改进 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间因城市人口流动导致的城市食物氮足迹变化，并分析其时空异质性及其与城市化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深圳市不同

类型城市居民食物氮足迹不一致，其中常住户籍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从 １４．６３ ｋｇ Ｎ ａ－１增加至 １５．１７ ｋｇ Ｎ ａ－１，高于非户籍居民

食物氮足迹 １３．０９ ｋｇ Ｎ ａ－１，其主要体现在瓜果、肉类、水产品等食物消费上。 总体上，深圳城市食物氮足迹呈增长趋势，５ 年增

幅 １１．５０％，增幅最大为常住户籍居民食物氮足迹，但目前深圳非户籍居民的食物消费主导着城市食物氮足迹。 深圳城市内部

区域食物氮足迹呈高度空间异质性与聚集性，各区域增长量差异明显，街道尺度城市食物氮足迹增长热点主要分布在城市的西

部沿海区域，部分热点区域单位增长量数量级比肩区级尺度单位的增长量，城市区域食物氮足迹与人口城市化的关联性不明

显，但与经济城市化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当前城市移民落户趋势及居民高氮饮食倾向不利于城市氮足迹的削减，减少食物生产

上游活性氮流失为深圳市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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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Ｍａｃａｏ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ａｙ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城市食物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日益紧

张［１］。 城市化与食物消费结构转型加剧了因居民食物消费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如生态足迹、水足迹、碳足

迹及氮足迹等，其中氮足迹与城市化关系复杂［２］，且其环境污染潜力大，过量人类源活性氮素的环境排放威

胁着大气、水体及土壤的生态环境健康，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环境污染问题之一［３］。 作为重要活性氮源，
城市食物消费为主导致的环境氮排放已是造成全国氮环境负荷增加的主要原因［４］。 在此背景下，明确城市

各区域的食物源氮排放对全城活性氮环境累积的影响规模对于实施差别化减排、提高食物源氮污染防控效率

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反映人类生活消费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重要指标之一［５］，城市食物氮足迹一直为氮足迹研究领域的

热点。 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从不同尺度探讨了食物氮足迹的量级及其动态，但国外学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

家尺度［５⁃６］，在城市尺度上，近年国内研究较多，包括北京、广州、兰州与南昌市等案例研究［７⁃１０］，其城市食物氮

足迹估算主要是基于 ２０１０ 年 Ｌｅａｃｈ 等人开发的氮足迹核算模型（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ｈｔｔｐ： ／ ／ ｎ⁃ｐｒｉｎｔ．ｏｒｇ） ［１１］，并结合

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常住城乡居民人数与对应人均食物消费量换算得到整个城市的食物氮足迹结果。 纵观现

有的研究成果，尚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聚焦于城市层面的常住人口食物氮足迹的汇总核算，少有研究关注不

在常规统计范围内的流动人口及城市层面以下区域的食物氮足迹贡献，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占比较大且城市

内部发展差异较大的城市，传统的氮足迹核算模型不可避免导致最终估算结果误差性大，且无法进一步细化

至区县尺度研究，揭示城市食物氮足迹内部异质性。 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本文以典型移民城市深圳市为研究

案例，基于氮足迹核算模型和城市人口普查数据等实地调查资料，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食物氮足迹变化

动态、探讨常住居民与流动人口在食物氮足迹中扮演的差异性角色，并进一步揭示城市内部食物氮足迹产生

的时空特征，在城市化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为精准缓解城市食物消费带来的氮污染风险提供科学的建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地区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深圳市为研究区域，截止 ２０１５ 年，其下辖十个行政区（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南山

２４４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光明新区及大鹏新区）共 ５８ 个街道。 作为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典型沿

海移民城市，深圳市在短短 ３０ 年时间内从南海边陲渔村发展成为国内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其在 ２００４ 年时已

基本完成市域人口城市化［１２］，成为全国第一个“无农民”的城市。 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使深圳城区变得异常

拥挤，其城市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国内主要大城市的水平［１３］。 城市的过度膨胀对城市区域环境造

成巨大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人口密度城市区域的居民食物消费方面［１３］，其加大对食物源氮消费的需求，进而

直接或间接造成更多活性氮向环境流失，故有必要对深圳城市食物氮足迹进行分析评估。
１．２　 数据来源

由于深圳市统计年鉴未包含针对居民食物日常消费量等相关数据信息，本研究所涉及的居民食物消费数

据，均来源于基于本市实地调查的居民膳食日摄入量调查报告。 其中，２０１０ 年食物消费量采取 ２００９ 年针对

深圳各区的常住户籍家庭以及外来务工膳食调查数据，而在 ２０１５ 年类似上述详细调查数据缺乏，故采用

２０１５ 年针对区级常住户籍家庭膳食调查数据作为 ２０１５ 年全市常住户籍人口食物消费量，而非户籍流动人口

膳食数据默认恒定［１４⁃１６］。
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与人口普查数据，其中，２０１０ 年深圳市人口数据参照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包括常住户籍人口，常住非本地户籍人口及流动户籍待定人口等，因第七次人口普查尚未开始，２０１５ 年

人口数则根据深圳市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结果［１７］ 换算可得，这可克服统计年鉴中人口统

计无法区分常住与流动人口的缺陷，同时人口数据统计可细分至街道尺度，揭示城市内居民人口分布的异质

性。 此外，其余相关计算分析参数均来源于相关文献及统计年鉴数据。 由于外出就餐数据难以获取，因此本

研究只针对城市居民家庭的食物消费，不包括居民市内与市外的外出就餐。
１．３　 食物氮足迹估算方法

本研究城市居民食物氮足迹估算方法主要基于 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计算框架［１１］ 及其在中国城市案例中的算法

模型［８］，默认食物氮素经成人人体消费后全部最终以粪尿氮形式进入城市排水管网［６，８］，最终被输往污水处

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年均为 ９３％） ［１８］。 此外，从食物消费阶段氮素流动的生命周期角度

考虑，食物氮足迹估算过程中还考虑食物消费的厨余比例及污水处理反硝化率，食物厨余垃圾（包括食物不

可使用部分和被丢弃的可食用部分）一般会被收集以填埋和焚烧方式处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生活垃圾处

理率年均为 ９７％） ［１８］，处理过程活性氮流失量约为厨余垃圾处理量的 ０．０３％［１９］。 同时，城市人均食物消费氮

足迹与食物消费强度以及废水处理效率有关［１１］，深圳市污水处理工艺以 ＡＯ（厌氧好氧工艺）法及 ＭＳＢＲ（改
良型序批反应器工艺）法为主要发展方向［２０］，前者活性氮去除率为 ６８．８５％［２１］，后者为 ７２．１２％［２２］，本研究取

其平均数 ７０％，高于全国的 ６０％［４］。
同样，在本文计算中，虚拟氮部分不包括食物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因能源消耗而导致的活性氮素泄漏［８］，

因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其所占食物氮足迹的比例都特别小［６］。 因此，可以通过城市居民食物氮素消费与虚拟

氮的关系，结合各区域对应的人口数量，得出城市食物氮足迹，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可由以下公式可得：
ＦＰＴ ＝ ＦＰＣ ＋ ＦＰＰ 　 　 　 　 　 　 　 　 　 　 　 （１）

ＦＰＣ ＝ ∑
ｊ ＝ １

ｉ ＝ １
ＦＤ ｊ

ｉ × １ － ｐＷ( ) × １ － ｐＮ( ) ＋ ∑
ｊ ＝ １

ｉ ＝ １
ＦＤ ｊ

ｉ × ｐＷ × ｐＬ （２）

ＦＰＰ ＝ ∑
ｊ ＝ １

ｉ ＝ １
ＦＤ ｊ

ｉ × ＥＦ ｉ （３）

式中，ＦＰＴ、ＦＰＣ、ＦＰＰ分别为居民食物氮足迹、食物消费氮足迹和食物生产氮足迹。 ｉ 代表深圳市居民食物消

费种类（本研究中涵盖的主要人均消费食物包括粮食、蔬菜、瓜果、畜禽肉、水产品、蛋类、奶类、豆类与油脂九

类），不同食物的消费量及氮折算系数参见表 １。 ＦＤｉ为 ｊ 区域居民消费 ｉ 食物的数量，ｐＷ、ｐＮ、ｐＬ分别为家庭食

物消费厨余比率 ３３．３３％［４］、污水处理氮去除率 ７０％和厨余垃圾处理氮流失率 ０．０３％，而 ＥＦ ｉ为对应食物虚拟

氮因子，默认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各类食物虚拟氮因子恒定（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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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深圳市居民食物消费量及不同食物的氮含量与虚拟氮因子［２３］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ｆｏｏｄ ａｍｏｕｎ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种类
Ｉｔｅｍｓ

氮含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 ％

虚拟氮因子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０１０ 城市常住户籍
居民食物消费量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０ ／

（ｇ ／ ｄ）

２０１５ 年城市常住户
籍居民食物消费量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５ ／

（ｇ ／ ｄ）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非户籍居民食物消费量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ｎｏ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宝安区与
龙华新区 ／

（ｇ ／ ｄ）

龙岗区与
大鹏新区 ／

（ｇ ／ ｄ）

南山区 ／
（ｇ ／ ｄ）

其他区域 ／
（ｇ ／ ｄ）

粮食 Ｇｒａｉｎ １．３６ ２．１ ３００ ３４１．６ ４７２．１ ４７７．２ ５５０ ４８５．７

蔬菜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０．２１ ７ ３２１．１ ２８６．８ ３０３．８ ３４３．７ ２６５．２ ３１７．６

瓜果 Ｆｒｕｉｔ ０．２ ２１ １５４．３ １１８．１ ２８．１ ４２ ５７．８ ３９．３

畜禽肉 Ｍｅａｔ １．７７ ３．１ １６９．３ ２０２．５ １２３．２ １２６．２ １１７．８ １２４

水产品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１．４１ ４．２ ５８．３ ５４ １５．６ １７．３ ２２．２ １７．４

蛋类 Ｅｇｇ １．８３ ０．７７ ３１．４ ２９．７ ２１．２ ２６．３ ３２．４ ２５．４

奶类 Ｄａｉｒｙ ０．５５ ５．６ ９５．４ ３９．５ ２３．２ １８．３ ４０．７ ２３．２

豆类 Ｂｅａｎ ４．６７ ０．９５ １５．４ ６２．８ ５０ ５８ ８５．３ ５９．２

油脂 Ｏｉｌ ３．１１ ０．８７ ４１．１ ３５．９ ２８．７ ２７．８ ２７．５ ２８．１

１．４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探讨城市食物氮足迹的空间关联性，采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技术 ＥＳＤ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全域空间相关性分析对深圳城市区域食物氮足迹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若相关性检验显著则说明区域食

物氮足迹存在空间性特征。 此方法已多被用于省市乃至城市群县域碳排放空间分析研究［２４⁃２５］，但在更小尺

度的城市区域的应用尚少。 全域空间自相关一般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分析研究范围内观测值的空间关联及差

异性［２５］，其表达式如下：

Ｉ ＝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ｘ ｊ － ｘ）］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４）

式中，Ｉ 为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ｎ 为研究城市街道个数，因空间自相关分析准确性对研究区域有样本个数要求，本
研究仅分析街道尺度食物氮足迹的空间聚集与分散特征。 ｉ 和 ｊ 分别为 ｉ 区域和 ｊ 区域的食物氮足迹；Ｗｉｊ为空

间权重矩阵，本研究主要采用 Ｑｕｅｅｎ 邻接空间权重矩阵。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位于［ －１，１］之间，可通过 Ｚ 值大小对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的显著程度进行检验，若其显著结果为正，表示街道食物氮足迹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若显著

为负则表明存在空间负相关性，为零则为随机分布不存在任何相关性，如果 Ｚ 值绝对值大于或等于 ２．５８（Ｐ＜
０．０１），则表明区域存在极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２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居民食物消费及其氮足迹变化

深圳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城市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变化如表 ２ 所示，对于常住户籍居民而言，其食物氮足迹

总体有所增加，从 １４．６３ ｋｇ Ｎ ａ－１增加至 １５．１７ ｋｇ Ｎ ａ－１，增幅约 ４％，畜禽肉类消费仍是食物氮足迹主要贡献

源，且其所占比例从 ２５％升至 ２８％。 同时，粮食消费导致的食物氮足迹不容忽视，所占比例也从 ２３％升至

２６％。 瓜果与奶类消费产生的氮足迹呈下降趋势。 与前者不一致，非户籍居民（包括常住非本地户籍与流动

户籍待定人口）的食物氮足迹主要来源于粮食消费（４３％），其人均食物氮足迹 １３．０９ ｋｇ Ｎ ａ－１低于户籍居民，
主要体现在瓜果、畜禽肉类、水产品等食物消费上。 究其原因，非户籍居民可能因为食物支出受限原因（如其

需承担着房租压力等），日常饮食消费一般不倾向于上述单价更贵的食物。 与中国农村居民素食消费倾向一

致［４］，城市非户籍居民食物消费仍是处于植物性食物为主的生存型阶段，除了蔬菜消费，其粮食消费远超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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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居民，尤其是其中的劳务工群体［１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户籍与非户籍居民副食（蛋类、奶类和豆类）消费导致氮

足迹相似。 深圳城市居民食物消费并不完全与中国居民膳食推荐量范围一致［２６］，与推荐量导致的食物氮足

迹相比，深圳市居民粮食、畜禽肉、豆类（２０１５ 年）消费均显著高于食物氮足迹合理范围，瓜果、蛋类、奶类消费

明显低于合理范围。 其中，非户籍居民水产品消费低于合理范围，户籍居民油脂消费高于合理范围。 整体而

言，与国内其他地级市相比，２０１５ 年深圳全市城市居民平均食物氮足迹为 １４．１３ ｋｇ Ｎ ａ－１，低于 ２０１２ 年北京城

镇居民水平 ２０．００ ｋｇ Ｎ ａ－１，高于其农村居民水平 １２．８０ ｋｇ Ｎ ａ－１ ［８］，整体低于南昌市城乡居民水平［９］，但高于

兰州市城乡居民水平［１０］。 由上可知，城市居民食物结构调整在降低个人食物氮足迹方面上仍具有很大潜力，
尽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户籍与非户籍居民总体食物氮足迹仍处于理论合理范围内。

表 ２　 深圳市居民食物氮足迹及中国居民理论合理足迹范围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食物类别
Ｆｏｏ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常住户籍居民人均
食物氮足迹 ／ （ｋｇ 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非户籍居民人均食
物氮足迹 ／ （ｋｇ 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ｎｏ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中国居民人均食物氮
足迹合理范围 ／ （ｋｇ 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ｒ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粮食 Ｇｒａｉｎ ３．４３ ３．９０ ５．６７ ０．５７—１．７１

蔬菜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１．７７ １．５８ １．７０ １．６６—２．７６

瓜果 Ｆｒｕｉｔ ２．３９ １．８３ ０．６５ ３．１０—５．４２

畜禽肉 Ｍｅａｔ ３．６１ ４．３２ ２．６２ ０．８５—１．６０

水产品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１．３２ １．２２ ０．４１ ０．９１—１．７０

蛋类 Ｅｇｇ ０．２０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２６—０．３２

奶类 Ｄａｉｒｙ １．１１ ０．４６ ０．３１ ３．４９

豆类 Ｂｅａｎ ０．３０ １．２３ １．２４ ０．４９—０．６９

油脂 Ｏｉｌ ０．５０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３０—０．３６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１４．６３ １５．１７ １３．０９ １１．６３—１８．０５

２．２　 城市食物氮足迹时空分析

深圳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城市氮足迹呈增长趋势，由 １３．６４ 万 ｔ Ｎ ａ－１增至 １５．２１ 万 ｔ Ｎ ａ－１，增幅 １１．５０％。
其中，常住非户籍居民食物消费为城市食物氮足迹主要构成部分，其增幅为 ４．２７％，即目前深圳非本市居民的

食物消费主导着城市食物氮足迹。 然而，增幅最大为常住户籍居民食物氮足迹，其高达 ４２．８２％，约为前者的

十倍（图 １）。 究其原因，主要是深圳市下辖各行政区食物氮足迹增长主要是由常住户籍居民食物消费导致

（除了龙华新区）。 就区域居民食物氮足迹增加而言，深圳市内各行政区增长量差异明显，新区增长量远远低

于其他各区，各行政区增长量大小顺序如图 １ 所示，其中，宝安区户籍与非户籍居民食物氮足迹增长最明显，
其与龙岗区居民食物氮足迹增长总量比其余各区加和总量还多。 由此可见，随着深圳市落户政策放开［２７］，除
了户籍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提高因素之外，深圳市非户籍人口落户比重上升及流动人口迁入持续增多也是推

动深圳市食物氮足迹整体增长的驱动力，按此趋势，未来户籍居民食物消费会逐渐取代非户籍居民成为城市

食物氮足迹的主要贡献源。
从空间上看，较早成立行政区的氮污染贡献更大，这些区域主要位于深圳城市的西部与中部，但从更小的

街道尺度上分析，城市食物氮足迹增长热点分布具有与区级尺度不一致的特征，其并不完全位于增长量最大

的宝安区与龙岗区内。 同时，某些街道区域单位增长量数量级甚至比肩区级尺度单位增长量，如图 ２ 所示，研
究期间有 １１ 个街道区域增长量高于 ４００ ｔ Ｎ，高于同时期坪山新区、盐田区与大鹏新区等区域增长量。 其中，
有 ５ 个街道区域增长量甚至高于 ５５０ ｔ Ｎ，而同期光明新区增长量也只有 ５０５ ｔ Ｎ，说明街道尺度区域的食物源

氮污染物排放量不一定比更大的区级尺度区域少。 这些食物氮足迹增长热点主要分布在城市的西部沿海区

域，东部区域的氮污染贡献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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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各街道尺度区域食物氮足迹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可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从 ０．６４５４（Ｚ＝ ７．３９０４， Ｐ＜０．００１）略降为 ０．６２６０（Ｚ ＝ ７．１７０１， Ｐ＜０．００１）。 总体上，街道尺度区域食物氮足迹在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两年呈现出高度空间聚集特征，即食物氮足迹高的街道区域与其他食物氮足迹高的区域邻近，
反之食物氮足迹较低的街道区域之间趋于邻近。 尽管 ５ 年来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出现轻微降幅，总体上空间高度聚

集特征仍然保持在稳定的状态，这侧面说明了今后城市内部易出现更多范围更大的食物氮足迹增长热点集中

片区（图 ２），因毗邻街道区域的食物氮足迹趋向协同增长，这可能与深圳市产业布局有关，地域聚集性较强的

城市中心与工业产区对外来移民占多数的劳工吸引较大，导致此区域人口密度较高且增速较快，从而形成中

部商住导向型“福田—莲花—梅林”，以及西部产业导向型“粤海—南头—新安—西乡—沙井”两大食物氮足

迹增长热点集中片区。 未来氮污染防治手段应着重实施于这些重点片区，如优先扩容改造老区的污水处理厂

来应对日益增长的生活污水产生量，避免因污水处理超荷导致尾水氮含量超标，同时升级污水处理工艺来提

高污水反硝化率及污泥无害处理率。

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城市及其内部行政区食物氮足迹增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ｂｙ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城市食物氮足迹增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ｂｙ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３　 城市化对食物氮足迹的影响

随着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驱动着居民生活源活性氮排放的增加［２８］，而对城市居民食物

氮消费的影响仅见于不同规模城市的案例研究［７⁃１０，２９］，涉及城市内部区域的研究尚缺。 同时，人口密度是影

响区域氮素消费的主要因素，氮素输入随着流域人口密度的增加而上升，但其具体影响程度在高人口密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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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有待于进一步考证［３０］。 鉴于目前深圳市域已完成居民城市化，本研究选取城市区域人口密度与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人均 ＧＤＰ）为体现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主要指标［３１］，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３０］探讨城市化

对深圳城市区域食物氮足迹增加的影响。
从城市尺度角度来看，近十年中国城市人均食物氮足迹与人均 ＧＤＰ 并未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图 ３）。

尽管深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城市食物氮足迹总量增加，但其实现人均 ＧＤＰ 翻一番的同时，人均食物氮足迹并没

有显著提高，侧面说明城市人口增加是深圳城市食物氮足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对于更小的城市区域尺度而

言，以深圳市为例，２０１０ 与 ２０１５ 两年城市区域人均食物氮足迹都与对应人均 ＧＤＰ 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图 ３），
即随着经济城市化带来的人均 ＧＤＰ 提高，人均食物消费导致的氮足迹也越高。 针对城市人口密度增加，采用

指数的方法进行拟合发现，区级尺度城市人口密度增量与对应食物氮足迹增量呈一定的非线性相关关系，其
能够解释 ６６％的变异（图 ４）。 而在街道尺度上的分析却没有呈现同样的相关关系，尽管样本数远远大于前者

（图 ４），这说明了人口城市化发展与食物氮足迹变化不一定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尤其是对于城市内部区域

而言，这与前人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与食物氮足迹广泛存在非线性关系的结论有所不一致［２］。

图 ３　 城市年度人均食物氮足迹与人均 ＧＤＰ 相关分析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ａｎｄ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ｅｒ ｙｅａｒ

随着研究尺度缩小，城市食物氮足迹与人口城市化的关联性越低，但与经济城市化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以往研究中，城市化率的提高（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越高）意味着个人食物氮足迹越高的城镇居民人口

增加，因其高氮荤食类食物消费远高于农村居民［４，８］，故城市总体食物氮足迹会随之增加，一般情况下两者会

呈现一定的相关关系。 然而，深入探讨经济城市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就不能局限于城镇与农村居民食物

消费的对比［３２］，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而言，其食物氮足迹不再是受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口数量改变而驱

动，而更大程度上受不同类型的城镇居民人口数量及其食物消费结构影响，这类城市较少存在城镇与农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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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食物氮足迹增量与城市人口密度增量相关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ｏ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民人口比例此消彼长的情况，其主要存在着市内城镇居民身份的改变，以及移民迁入或市民迁出等不确定因

素，而城市化率及城市人口密度等指标很难整体反映以上情况，但人均 ＧＤＰ 等经济指标可不受人口成分的影

响，其可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而指示不同类型城镇居民的饮食倾向，高收入居民往往偏向高氮价高的

食物消费［４，８，３２］，故人均 ＧＤＰ 可作为反映人均食物氮足迹变化趋势的主要指标之一，本文研究对象深圳市即

为典型例子。 在全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情况将会逐渐普遍，尤其是在沿海人口流动频繁的较

发达城市区域。

３　 讨论

基于 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模型计算框架，本研究城市食物氮足迹估算考虑了城市固废与污水处理因素，同时采用

更小尺度的实地参数，估算结果与用传统算法［８，１１］的结果相比，即采用统计年鉴上的城市行政区年末人口数

以及外国食物虚拟氮因子，且不考虑不同区域及不同类型城市居民食物消费的差异性，忽略城市厨余垃圾与

污水处理过程，可以得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食物氮足迹由 ２４．４９ 万 ｔ Ｎ ａ－１ 增至 ２９．７７ 万 ｔ Ｎ ａ－１，增幅

２１．５５％，无论是城市食物氮足迹的总量还是多年增幅量，都分别远比本文估算结果大 ７９．５５％，９５．７３％和

８７．３９％。 本研究强调了城市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氮污染物去除功能，其为导致以上两种估算方法结

果巨大差距的重要因素，从而可能导致本文估算结果比相关城市案例研究结果低。 对于三废处理设施较为完

善的深圳市而言，这部分人工设施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分解”功能不容忽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其削减了

约 ８０％食物消费氮足迹，但在深圳城市食物氮足迹的构成中，食物消费氮足迹多年仅占总足迹约 ８％，其大幅

削减对城市食物氮足迹的整体降低贡献有限。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食物生产氮足迹增量及增速一直远超食

物消费氮足迹［６］，故城市食物氮足迹的降低关键在于食物生产氮足迹的削减。
因深圳高度城市化及土地资源稀缺，其农业用地基本被完全占用为城市用地，只保留极少数畜禽养殖，居

民食物消费所需农产品主要来源于市外陆续建立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故深圳居民食物消费导致的食物生产氮

足迹便“外包于”这些食物原产地。 以毗邻城市惠州市为例，其承接了深圳市外大部分粮蔬肉类生产活

动［３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惠州市农用化肥施用量及农业用电量分别剧增 ８．９３％与 ３．９９％［３４］，农业面源氮流失

以及能耗氮氧化物排放加重当地环境氮污染风险。 从粤港澳大湾区角度而言，深圳农产品消费力强，可引领

区域食用农产品消费，但其农产品供给能力处于湾区城市末位［３５］，而拥有区位优势及丰富土地资源的惠州市

便成为深圳主要粮食供应地区的不二之选，随着其农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优化，渐渐成为继肇庆市之后大

湾区农产品供给优势区域［３５］。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３６］要求，惠州需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

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未来其大规模推进农产品输出不可避免导致本区域面源污染压力增大，同时可能会抑

制本地区城市化进展（研究期间惠州人口城市化率由 ５９％降至 ５０％，农业人口增加比例远高于城镇人口），这
不仅不利于大湾区农业面源污染联合防控，也加深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３６］。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这种情况并

８４４７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不少见，如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城市食物氮足迹大部分“外包于”扮演粮仓角色的河北省内各

市，其食物生产氮足迹加重了食物原产地的氮污染风险，进而影响整体区域环境质量［３７］。 对于市内农用地稀

缺的深圳市而言，其无法在城郊地区发展“近郊农业” ［４］ 承担部分城市食物生产氮足迹来减少食物原产地过

重的氮包袱，故深圳城市食物生产氮足迹的削减主要在于食物生产供应地区如惠州市的化肥使用及粪肥回用

效率的提高，其可基于“氮补偿”机制跨市协助惠州市活性氮减排工作或专款财政支持惠州市发展现代农

业［３７］，同时可承接和扶持惠州高新技术产业，基于各自优势建立互联互通的食物与科技供需格局，保障惠州

通过科技革新和现代农业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求的同时有足够资源针对面源污染防治，才能实质性促进深圳

城市食物氮足迹的减少，进而达到大湾区内协调发展，协同减排的效果。
核算氮足迹为决策制定服务为氮足迹研究热点［３８］。 因基于实地情况（如粮食生产地惠州等城市）的各

类食物虚拟氮因子缺乏，本研究估算过程采用的是中国国家尺度的食物虚拟氮因子，不可避免给食物生产氮

足迹估算结果带来误差。 同时，鉴于深圳城市人口流动频繁，相当大部分暂留及住宿不稳定的居民可能未纳

入人口普查，导致人口普查数据与现实城市生活消费人口数量仍有一定的差距，加之缺乏居民在外就餐数据

相关统计数据，可能造成整体城市食物氮足迹的低估。 但本研究首次将城市食物氮足迹分析尺度细化至城市

内部行政区及街道区域尺度，并开展空间相关分析，揭示城市内部食物氮足迹变化的时空特征及其与城市化

的关系，从城市管理角度能更为直观地为政府食物源氮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与合理的建议。

４　 结论

（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深圳市常住户籍居民人均食物氮足迹从 １４．６３ ｋｇ Ｎ ａ－１增加至 １５．１７ ｋｇ Ｎ ａ－１，高于非

户籍居民食物氮足迹 １３．０９ ｋｇ Ｎ ａ－１，主要体现在瓜果、畜禽肉类、水产品等食物消费上。 整体而言，２０１５ 年深

圳市城市居民平均食物氮足迹为 １４．１３ ｋｇ Ｎ ａ－１，处于理论合理范围内，食物结构调整在降低个人食物氮足迹

方面上仍具有很大潜力。
（２）深圳城市氮足迹呈增长趋势，５ 年增幅 １１．５０％，增幅最大为常住户籍居民食物氮足迹，但目前深圳非

户籍居民的食物消费主导着城市食物氮足迹。 深圳城市内部食物氮足迹呈高度空间异质性和空间聚集性，城
市内各区域增长量差异明显，新区增长量远远低于其他各区。 街道尺度城市食物氮足迹增长热点分布具有与

区级尺度不一致的特征，其主要分布在城市的西部沿海，部分热点区域增长数量级比肩区级尺度单位的增长

量。 城市内部区域食物氮足迹与人口城市化的关联性不明显，但与经济城市化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３）在外来移民落户增加及居民高氮饮食倾向的双重压力下，城市食物氮足迹的降低关键在于城外食物

生产源活性氮流失的减少。 在技术、财政、管理和规划整体层面上，开展城市区域间协同氮减排，同时注重城

内食物氮足迹增长热点集中区域的三废处理设施升级及低氮饮食宣传，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深圳市低氮发展，
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可持续发展路线，同时也能为同类型高密度城市氮污染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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